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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欧阳修传世观论评

卓希惠

（福州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１６）

摘　要：针对司马迁及欧阳修在显身扬名、垂传不朽传世观方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问题，以
司马迁《史记》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其他墓志碑铭散文为中心，结合历史时期其他学人的相关

研究成果，从思想意识、著述宗旨、创作方法等方面进行论评。研究认为，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传承

了父亲的理想与夙愿，有着光大家族文化的责任意识与求“立名”、惧无闻的共同心理；司马迁和欧

阳修都极为重视君子的道德品质修养，信奉并推崇彰明良善的创作宗旨，并具备为自己及他人传

扬不朽的文才能力，司马迁主要通过《史记》纪史传人，欧阳修则撰写了众多亲人友朋、名流重臣、

仁人志士的墓志碑铭佳作及《新五代史》，二人各以其创作实践了不朽的传世观；司马迁和欧阳修

都以求实取信为原则前提，采用纪大略小、突显主旨的创作方法以保障文章传世不朽价值的实现，

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为实录精神，而对事实的信守也是欧阳修作文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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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是中国传统文人固有的

传世观与留名意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欲以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１］，是对古

往今来文人最高理想的典型概括。对于古代文人

而言，如何留名青史、垂传后世，实现人生最大价

值，应该就是他们最为看重、系怀，且为之焦虑不已

的事情了。人的自然生命是有限的，所谓“死生有

命”，但其精神、思想、意识如果能在当世和后世传

播开来，产生有意义、有价值及深远的影响，则又体

现出精神生命的无限性。司马迁与欧阳修都在论

著中，充分体现出对立名扬声、垂传后世的重视与

期许。

重声名、求不朽的传统在中国早已存在。据

《左传》记载，春秋时代穆叔和郑子产都谈及如何死

而不朽的问题，得出“‘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２］的结论，把立

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视为不朽

的标志。孔子亦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３］

司马迁则直接继承先秦这一传世观，他对这一思想

独有的深刻理解，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个传统，而

欧阳修也对后世之名充满了强烈而深切的期待。

梳理司马迁及欧阳修散文，不难发现二者在扬名后

世、垂传不朽的思想意识、著述宗旨及创作方法等

方面有着种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今学界研究或多集中于欧阳修对司马迁总

体思想精神的学习，或集中于欧阳修《新五代史》对

《史记》体例、创作艺术等的借鉴，或集中于欧阳修

碑志文对《史记》艺术的学习与阐发［４９］。但并未专

门对欧阳修与司马迁的传世观进行比较探究。本

文以司马迁、欧阳修传世观为着眼点，试图梳理二

者之间的共同点，力求探究并论评欧阳修在传世观

上对司马迁的继承与发展。

一、光大文化的责任意识与求

“立名”、惧无闻的共同心理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记录了父亲司马谈

临终前对自己的敦敦叮嘱，他是把家族的荣誉感和

显亲扬名的期望以及庄严的事业心、使命感一并传

给了司马迁：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

也……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

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

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

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

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

人所次旧闻，弗敢阙。”［１０］

司马谈的教诲使司马迁深铭于心，终生牢记。

欧阳修由于父亲欧阳观早亡，在为父所撰墓表中，

以母亲郑氏平凡又深情的话语，记录父母亲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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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敦敦希望：“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

之。”“‘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汝其勉之！夫

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

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

敢忘。”［１１］父亲通过母亲话语寄予欧阳修的深切期

望，欧阳修谨记父训、“泣而志之，不敢忘”的承继决

心及恳切态度，与司马谈临终嘱托司马迁谨记、完

成自己遗愿的场面与图景，何其相似。可见，不论

是司马迁，还是欧阳修，都以谨记父训，有闻于世，

有传于后，荣身显亲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最终，

司马迁以文传，其《史记》以纪传体开辟史学先河，

为“史家之绝唱”［１２］，同时还以其高度的文学成就

成为文学经典，显扬其千年不朽的声名。而欧阳修

在当世就以“入副枢密，遂参政事”，“天子推恩，褒

其三世”［１１］的荣耀显扬祖上，庇赖后代，更以文章道

德为一代宗师，享誉当代，表见后世，成其不朽。

司马迁和欧阳修都非常重视家族世系文化的

传承，都将显扬文化、弘发家族、传诸后世作为自己

的使命和职责，并思考自己在其中的定位与意义。

司马迁云：“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

氏世典周史……”［１０］详细回溯了司马氏家族起源、

变迁的历史过程及“世典周史”的职官传承，梳理了

家族世系及显达者，清晰地勾勒出秦汉之际司马氏

由昌至无泽，至喜，至谈，至迁（自身）的家族变迁谱

系。欧阳修则首创修撰私人家谱，完成了《欧阳氏

谱图》，在序中他详细追述了欧阳氏家族的起源、迁

徙、仕宦、遭遇，于家族源流的梳理中寄予文化传承

的责任与意识，著名的《泷冈阡表》，则以父亲“有

待”于己之扬名显荣、光宗耀祖为暗线，饱含弘扬家

族、显亲垂后的深刻意识。

司马迁是将光大史学、显扬文化与责任事业、

声名不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说：“罔罗天下放失

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

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

《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

让焉’”［１０］等，可见司马迁重名思想的实质，乃是重

视和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

这种承继先圣、弘扬文化、传播后世的责任与担

当意识在欧阳修文集中也有充分体现。《〈诗谱〉补

亡后序》中云：“昔者圣人已没，六经之道几熄于战国，

而焚弃于秦。自汉已来，收拾亡逸，发明遗义，而正其

讹缪，得以粗备，传于今者岂一人之力哉！”［１１］感惜贤

圣文化传扬不易。《答宋咸书》感慨“六经之旨失其

传，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复出，无以得其真

也”，“茫乎前望已远之圣人而不可见，杳乎后顾无穷

之来者”［１１］，颇有绍先知古，承继文明，垂范后世的期

许、憧憬与信笃。庆历三年（１０４３），欧阳修由通判滑

州入谏台，知制诰，其《外制集序》感叹学者文章见用

于世者，何其少乎，望以己之微力承载天子之意，有益

于时政，并彰示后世，他说：“嗟夫！学者文章见用于

世鲜矣，况得施于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

鄙，使竭其材犹恐不称，而况不能专一其职，此予所以

常遗恨于斯文也……虽不能尽载明天子之意，于其所

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后世。”［１１］叶盛说：“夫六经而

下，左丘明传《春秋》，而千万世文章实祖于此。继丘

明者司马子长，子长为《史记》。而力量过之，在汉为

文中之雄。继子长者韩子，深醇正大，在唐为文中之

王。继韩子者欧阳公，渊永和平，在宋为文中之

宗。”［１３］正是看到了欧阳修在承继文化、弘扬后世方

面作出的杰出贡献。

对于传统士大夫而言，以文“立言”，以文留名，

以文存世，传诸不朽，相对于“立德”的不易指实、

“立功”的渺芒难期，几乎就是惟一的途径了，这也

是历朝历代众多士人，往往以“立言”作为人生终极

追求的重要原因。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云：“修身者智之府也，爱

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

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

而列于君子之林矣。”［１］在智、仁、义、勇、名这五大

人生修养中，他把立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不为

知闻，名不传世，是“悲”之核心所在。司马迁期冀

文传千古，垂名后世：“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

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

有悔哉”，“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

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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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受宫刑，隐忍著述，不是怕死，而在于“立一家之

言”［１］的理想没有实现，不能真正体现出生命的价

值与意义。欧阳修自少至老，他都极重视自己的声

名，如《上范司谏书》体现出年轻欧阳修对载诸史册

之重视：“有司之法行乎一时，君子之讥著之简册而

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惧也”［１１］，希望士人不

论是为政还是为文，都能成就垂范当世，载诸史册，

昭明后世，百世不泯的理想，而写于晚年的《读书》

一诗则在回忆自己人生经历时，表达了强烈的希冀

名垂后世的愿望：“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平

生颇论述，铨次加点窜。庶几垂后世，不默死刍

豢。”［１１］在人生的宦海沉浮中，欧阳修始终坚守名

节、崇尚德义，他个性耿直，犯颜直谏，虽屡受诬谄

诽谤，但刚毅不屈，与庆历名臣一道砥励士气，倡导

名节，对当时士风建设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因

此声名远播，传诸将来。对此，时人多有赞誉，曾巩

云：“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功名垂竹帛，风义

动簪绅。”［１４］苏轼云：“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

师。”［１５］王安石云：“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

后世。”［１６］这些当时一流人物的中肯评价，是欧阳修

实践珍视名节、垂世不朽人生愿想的充分体现。

可以说，传世不朽的观念体现着欧阳修强烈的

生命意识，在不少文章中，他反复表达了这种强烈

的生命体验。《杂说三首》其二云：“其贵乎万物者，

亦精气也。其精气不夺于物，则蕴而为思虑，发而

为事业，著而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

下。”［１１］《鸣蝉赋》云：“人于其间，所以为贵，盖已巧

其语言，又能传于文字，是以穷彼思虑，耗其血气，

或吟哦其穷愁，或发扬其志意，虽共尽于万物，乃长

鸣于百世。”［１１］《送徐无党南归序》云：“草木鸟兽之

为物，众人之为人，其为生虽异，而为死则同，一归

于腐坏、澌尽、泯灭而已。而众人之中，有圣贤者，

固亦生且死于其间，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虽

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也。”［１１］他强烈期待通过传世

不朽，实现超越于自然生命形体的精神永存。以文

字而体现生命不朽的价值是士人安身立命的重要

依据，这在欧阳修对散文特殊功能的阐述中可以管

见［９］。其《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说：“君子

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

表见于后世。”［１１］他推重文章社会价值，重视君子意

识，推崇圣贤人格，追求精神永恒的生命意义。《祭

尹师鲁文》云：“自古有死，皆归无物。惟圣与贤，虽

埋不殁。尤于文章，焯若星日。”［１１］可以说，文字的

垂世作用在他心目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苏

氏文集序》云：“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销

蚀，其见遗于一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虽其

埋没而未出，其精气光怪已能常自发见，而物亦不

能掩也。”［１１］残酷的社会现实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社

会地位乃至生命，但其人格精神却可以通过其文学

获得精神长存与生命永恒。可见，在继承司马迁传

世观的基础上，欧阳修更加追求君子意识与圣贤人

格，并将传世不朽作为最终实现君子意识与成就圣

贤人格的重要途径。

重名传世思想还体现在司马迁与欧阳修对忠

义重节的历史人物的推扬与评价之中。司马迁对

那些能够成名、扬名、名垂后世的历史人物的感情、

态度与评价，充分彰显了他的重名思想。他公开申

明《史记》所传列的，是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

时，立功名于天下”［１０］的人物：如对伍子胥，他盛赞

“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１０］；对范蠡，他一再

称扬“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

乎”［１０］；对曹沫、荆轲等刺客，他由衷赞叹“不欺其

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１０］……他所景仰、看重的，

都是倜傥非常、能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而鄙视那

些无所作为，无闻无称之辈。

欧阳修也对富有忠义气节且重视声名，垂范后

世的历史人物赞赏有加。五代梁将王彦章本一武

人，却以“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作为人生信条，最后

力战不屈而死，欧阳修不仅将王彦章的事迹列入

《死节传》，予以最高的嘉奖，而且为其画像作记，并

反复强调“每读其传，未尝不想见其人”［１１］，一定要

让其“义勇忠信”［１１］之节彰明于后世，教育于后人，

如徐一夔所云“五季之世，死节之臣为不多见，使彦

章之忠义不白于天下，后世无以为人臣劝，因著于

篇”［１７］，道出了自己倾心于此的原因，而且欧阳修对

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刻划，文章的选材、写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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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铸的情感、态度等，像极了司马迁《史记》中的英

雄人物传记，以至达于“杂之司马传中，几不复

辨”［１８］的效果。除了为历史人物作传扬名之外，欧

阳修更多的是致力于为友朋同僚扬名后世撰碑作

铭。墓表碑铭传逝者生平，颂逝者功业名节，是传

世扬名的适佳文体。友朋的逝去、交游的零落都不

能不使多情善感的欧阳修感慨低徊，在嗟叹盛衰之

际，幸慰友朋能托文字于无穷，传名于身后。如《河

南府司录张君墓表》感慨时光荏苒，回忆往昔西京

从游盛况，慨叹张君逝后之冷落，流露浓郁的今昔

变化、世事沧桑之感，文末则以“惟为善者能有后，

而托于文字者可以无穷”［１１］相慰籍。《尚书屯田员

外郎张君墓表》也于慨叹中流露今昔之感，亦以“则

必有称于后世，君其是已”［１１］相告慰。晚年所作

《江邻几文集序》云：“不独善人君子难得易失，而交

游零落如此，反顾身世死生盛衰之际，又可悲夫！

而其间又有不幸罹忧患、触网罗，至困厄流离以死，

与夫仕宦连蹇、志不获伸而殁，独其文章尚见于世

者，则又可哀也欤！然则虽其残篇断稿，犹为可惜，

况其可以垂世而行远也？”［１１］在叹伤友朋零落之际，

仍归重于“死而有文章可传者”［１９］，惟有文章传世

以慰的情感蕴涵至老而不变。

二、彰明良善的创作宗旨与

传扬不朽的文才能力

　　司马迁和欧阳修都极重视君子的道德品质修

养。在司马迁看来，“立名”是最重要的，但还须配

有“智”“仁”“义”“勇”这四种道德修为，方能垂扬

后世。他之所以为李陵辩白的一个主要原因，即认

为李陵是忠仁廉义孝信之士：“然仆观其为人自奇

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

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

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

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１］是真正意义上的君

子之选。此外，司马迁还每每表明，自己为历史人

物作传的用意是褒扬良善：“末世争利，维彼奔义；

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能以富

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

足以厉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作田叔列传第四

十四”［１０］等，认为只有扬善后世，方资足用于人。

欧阳修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也提到“三不

朽”中当以“立德”为首：“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

见于言，亦可也。”［１１］他重视碑铭“彰善而著无

穷”［１１］，“乐道天下之善以传”［１１］的功能，认为对

“善”的纪录和弘扬是文章创作的重要目的：“其孝

谨闻于其族，其信义著于其友，其才能称于其官，是

皆可书以传。”［１１］如为范仲淹、王旦、余靖等人撰写

墓志，均以孝谨、信义等为评价标准，为父亲作墓表

也紧扣父亲“廉”“仁”两个重要品质展开，以此作为

父亲传诸后世的依据。欧阳修为他人作碑志墓表，

总是特意选择对方的高品义节为着眼点。如《尚书

屯田员外郎李君墓表》表彰墓主爱民之政德，刻石

扬名：“呜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孙刻石于隧，以

永君之扬。”［１１］又如《大理寺丞狄君墓志铭》：“盖其

生也，以不知于世而止于是，若其没而又无传，则后

世遂将泯没，而为善者何以劝焉？此予之所欲铭

也。”［１１］在欧阳修看来，为善坚于金石，更能传世：

“自古圣贤之传也，非皆托于物，固能无穷也，乃知

为善之坚，坚于金石也。”［１１］可以说，欧阳修几乎无

时无刻不在思考着人生的终极意义，无所不在地为

自己、亲友、古人、社会做着有传于后的努力。

然而，纵是盖世之英豪，能否声名永垂，风采毕

现，还要依赖记述之笔的强弱。可以说，自儒经至

各代文人，其作品之流传，除自身条件，无不藉他人

辅助之力。司马迁云：“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

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１０］欧阳修

亦云：“《诗》《书》《易》《春秋》，待仲尼之删正。荀、

孟、屈原无所待，犹待其弟子而传焉。”［１１］“自古材

贤有温于中而不见于外，或穷居陋巷，委身草莽，虽

颜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变多故，而君子

道消之时乎！”［２０］他在整理集古录时，慨惜作碑者之

文笔往往不足于彰扬墓主的声名与业绩，并联想到

魏晋以来史家文笔不力，不能如《左传》《史记》《汉

书》一般，使历史人物风采皆现，使其声名传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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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对此，他深有感慨地说：“故士有不顾其死，以成

后世之名者，有幸不幸，各视其所遭如何尔。今有

道《史》《汉》时事者，其人伟然甚著，而市儿俚妪犹

能道之。自魏、晋以下不为无人，而其显赫不及于

前者，无左丘明、司马迁之笔以起其文也。”［１１］关于

司马迁纪史传人，垂范千古的能力，是勿庸讳言的，

可以鲁迅“史家之绝唱”一语以概之。在欧阳修看

来，“立言”不仅能使自己声名播于当世，而且可以

帮助他人传扬声名，载诸史册。于是，怀抱义不容

辞地为贤仁者作传的责任意识，籍自己在文坛上的

声名及社会上的影响，欧阳修积极地为亲人友朋、同

道僚盟、皇公巨卿、僧佛诸流等序集撰碑，以生花妙

笔，各传其实、各现其貌、各见其心。得知尹洙兄尹源

去世的消息，他当即表示：“修于子渐（尹源字）不可

无文字……纵不作墓志，则行状或他文字须作一篇

也。”［１１］他也曾就别人的请作慎重表示：“兹人美德固

乐为之纪述，第以文字传远，须少储思。”［１１］当然，要

承担起传己、传人有如史官一般的历史职责，文才、能

力是不可或缺的。欧阳修撰写的众多亲人友朋、名流

重臣、仁人名士的碑志佳作，无疑是这一意识与能力

的充分体现。如好友尹洙去世后，欧阳修为之作墓志

铭，范仲淹认为虽有事实过于简略的不足，但不得不

肯定此铭“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而他人所作

“虽备，却恐其文不传于后”［２１］。对于挚友梅尧臣，欧

阳修极力推扬其诗歌成就，先后在《书梅圣俞稿后》

《梅圣俞诗集序》《梅圣俞墓志铭》等文章中不遗余力

地称赏梅诗，使之有闻于当代，又传将于后世。如果

没有欧阳修的大力推扬，是否有梅尧臣诗名之盛，抑

未可知也！还有，如果没有欧阳修为释秘演作诗集

序，释秘演又安为我们所知？由欧阳修所纪而为后人

所知者，又何止一秘演呢？因此，仅有传世意识是不

够的，还需具备相应的资质、文才与能力，方能承担起

为自己、亲友、朋僚、历史人物等贤仁之人传诸不朽，

垂范后世的责任。

欧阳修认为士人传世不朽，在具体方法上可以

是丰富多样的。如告于史、铭之石、序诗文集，此

外，以艺传、以物事传等也都是垂传后世的有效方

式。在《仲氏文集序》中，欧阳修说：“君之既没，富

春孙莘老状其行以告于史，临川王介甫铭之石以藏

诸幽，而余文序其集以行于世。”［１１］指出将人物生平

事迹告知史官，或刻于墓志碑铭之上，或请名人为

作品集作序等，都是传将后世的重要渠道与方式。

在常规的传世方式之外，也可以艺传、以物事传。

以琴传者，如宝元二年（１０３９），欧阳修居襄城时结

识琴僧知白，由知白所弹琴曲，生发出对人生的感

慨及恐精湛琴艺不传于后的忧思：“吾闻夷中琴已

久，常恐老死无其传。夷中未识不得见，岂谓今逢

知白弹。遗音仿佛尚可爱，何况之子传其全。”［１１］以

字书传者，如“然则字书之法，虽为学者之余事，亦

有助于金石之传也”［１１］。以物事传者，如筑堤利民

的滕宗谅，做到了堤以人传，人以文传：“夫虑熟谋

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

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

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

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１１］欧阳修

好嗜集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志录古人、古事、

古物，不使其泯灭无闻，他说：“集聚多且久，无不散

亡，此物理也。不若举取其要，著为一书，谓可传

久。”［１１］关于集古之由，欧阳修说得很明确：“因感

夫物之终弊，虽金石之坚，不能以自久，于是始欲集

录前世之遗文而藏之。”［１１］明确道出忧虑碑石古物

随时间流逝终将湮灭不存，故集录而藏之，使之流

传后世的目的。

三、求实取信的原则前提与

纪大略小的方法保障

　　实录精神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因为只

有历史事实真实可靠，才能取信于当世，传诸后代。

在《史记》写作过程中，司马迁到处游历探访，周览

四海名山大川，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实地调

研，秉持“疑则传疑”、“著其明，疑则阙之”的原则，

对史料进行严格的考信和选取，态度极其严谨认

真，尽可能了解和掌握事件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如

实记录历史事实的真相，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其实

录原则与精神可以班固之语：“其文直，其事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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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美，不隐恶”［１］为定评。

对事实的信守也是欧阳修作文的前提，他说：

“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１１］，把“事信”置于

“言文”之前，要求文章首先要信实求真，严格符合

客观现实，然后再追求有文采，如此方能传世。欧

阳修又云：“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

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

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１１］认为士人之所以知古明

道，立德、立功、立言，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取信、垂传

后世。因此，欧阳修十分看重碑志等文体的创作，

充分发掘此类文体接近于史书的信实传世功能，以

实现自己传诸后世的理想。如欧阳修为范仲淹撰

写碑志，如实载录范仲淹顾全大局，终与政敌吕夷

简“欢然相约，戮力平贼”［１１］、冰释前嫌的客观事

实，虽遭致误解，欧阳修仍坚持“事各纪实，则万世

取信。非如两仇相讼，各过其实，使后世不信，以为

偏词”［１１］的立场，坚信自己所为将不惧现实及历史

的考验。尹洙是对欧阳修古文创作有较大影响的

挚友，为之撰碑，欧阳修同样秉持求实公正的态度，

客观理性地评判尹洙在北宋古文革新运动中的功

绩，不因时局而为曲说，亦不因友善而虚美之，深得

史官秉笔直书之风，这都是欧阳修真实、“不虚美”

的写作原则使然。所谓“须慎重，要传久远，不斗速

也”，“所纪事，皆录实，有稽据”［１１］，“阙其不知，慎

所传以惑世”［１１］等等，均可见欧阳修求真务实以传

后世的写作追求。对于文章写作中出现的疏忽，欧

阳修也能真心实意、实事求是地承认差错①，甚至墓

主曾与欧阳修“争议于朝”，而其子孙因欧阳修之声

名及其碑志信实更能传世的缘故，依然要请他撰

写，这是十分有意味的事情②。由此可见，求实取信

确是欧阳修在司马迁《史记》等优良史官文化传统

影响下，以文章立名并传世不朽的重要信念。

垂传后世是目标，求实取信是前提，而记大略

小则是重要的方法保障。善于剪裁、“记大略小”、

突显主旨无疑是司马迁与欧阳修重要的创作方法。

因为叙写历史的基本功夫，就是要把各种极复杂的

历史事件和人际关系，清楚明晰且重点突出地表达

出来。《史记》一书，上下几千年，举凡社会变革，历

史兴衰，战争风云，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等，无所不

有，司马迁都能从容自如地把这些千端万绪，纷纭

繁杂的事件叙述得有条不紊，清晰明了，而且纪大

略小、突显主旨，达到了各得其所，各臻其妙的地

步，所以梁启超说：“极复杂之事项……皆能剖析条

理，缜密而清晰，其才力固自复绝。”［２２］如李广一生

七十余战，司马迁仅选取其中三次代表性事例，却

生动、逼真、典型地传达出人物的个性、才能与精神

风貌。《吕后本纪》则紧紧围绕王诸吕、诛诸吕这个

主题进行选材，对众多材料做了严格取舍，精心剪

裁，并非巨细无遗、多多益善，这样，文章的主题集

中鲜明，脉络条理清晰。《史记》人物刻画与细节描

写，也总是能反映有关人事的本质特征，又具有自

身的独特性，十分典型。比如《张仪列传》中张仪到

楚国被疑偷玉挨打，归家令其妻视舌的细节，就将

这个以游说为职业的策士本相揭示得淋漓尽致。

这一纪事方法，也为欧阳修所重视并每每运用

于创作实践之中。《尹师鲁墓志铭》就很好地贯彻

了欧阳修为文善记大节，裁剪得当而风神彰显的特

点。对于尹洙的生平事迹，欧阳修经过认真的筛

选，略其文学、议论和才能，着重突出其忠义之节，

所以整篇文章显得异常简洁，主旨突出而人物风神

彰显。《徂徕石先生墓志铭》也是重点突出传主石

介的高尚品德，人物形象尤为鲜明，须眉毕现，活画

出徂徕先生气岸。清蒋彤云：“古人称史才，才者裁

也。序事有裁制之难，其要唯在轻重而已……此法

惟三史深得其妙。”［２３］认为在史书的剪裁详略方面，

惟有《史记》《汉书》《新五代史》深得其中三昧。因

传世意识影响及欧阳修“以道德文章为一代宗师”

的声望，人们往往对欧阳修有求而作。在所撰墓志

碑铭中，欧阳修每每能根据或抓住最能够反映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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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云：“欧阳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载章献太后临朝，仁宗欲

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争乃罢。其后轼先君奉诏修太常因革礼，求之故府，

而朝正案牍具在。考其始末，无谏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验。先君质之于文

忠公，曰：‘文正公实谏而卒不从，墓碑误也，当以案牍为正耳。’”见孔凡礼《苏

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２８４页。
欧阳修曾在《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杨公墓志铭》一文中说：“修

为谏官时，尝与公争议于朝者，而且未尝识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铭属于

他人而以属修者，岂以修言为可信也欤？然则铭之其可不信？”见李逸安《欧

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４４０页。



本质风貌的个性特征、生平经历、才华品质、能力功

绩等方面来体现，如传范仲淹、薛奎等着重突显其

品德与政材；传石介、尹洙等，重点写其品节；传苏

洵、梅尧臣等侧重其诗文；传胡瑗、孙明复等强调其

师道；传苏舜钦、黄梦升则渲染、哀悼其不幸，等等。

关于欧阳修散文传写人物，精于选材，止记大节，存

其大要，人物个性鲜明突显的特点，学者多有言及，

可以清沈德潜之语为代表，他说：“作文必寻一事作

主，如欧公于苏子美，则以不遇为主，于石守道则以

刚介为主，于苏明允则以能文为主，于梅圣俞则以

能诗为主，而此篇则以师道为主，盖主意为干而枝

叶从之，所以能一线贯穿也。”［２４］为不同人物作墓

志，能做到因人而异，各具特点，范仲淹政绩功业至

大巨丰，多不胜记，故止记大者，如《资政殿学士户

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均举范仲淹有关于国

家大事者，着重突显人物之品德才能，以见其不朽

传世之因由，文章取舍得当，全文仅一千四百余字，

叙事能扼其大，措词不觉其繁，可见欧阳修极意经

营文字。梅尧臣事业少，无可记，故记其纤悉，述其

问疾之众、吊丧之多，却同样令文章神未倍增。详

尽处不厌其烦，简括处极其扼要，熔裁得体，详略得

当，因此，明茅坤云：“欧得史迁之髓，故于叙事处裁

节有法，自不繁而体已完。”［２５］这既践行了欧阳修

“文学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的创作要求，又突

显了主干，略去了繁琐，使人物形象清晰，观点鲜

明，更易于行远传后，有效地发挥了碑志墓表等文

体表彰良善、警劝后世的功能。

四、结语

　　在传世观上，司马迁和欧阳修都继承了先秦以

来儒家“三不朽”的思想，以立言不朽、传诸后世作

为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同时他们都承传了父辈的

理想与夙愿，希望能光大家族文化，实现自己的人

生追求与存世价值。彰明良善的创作宗旨、传扬不

朽的文才能力及求实取信的原则前提与纪大略小

的方法保障，使二人传世不朽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感

愈发清晰而明确，并最终完成时代与历史的使命，

共同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名篇佳作，沾溉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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